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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獻在展轉傳遞的過程當中，難免會有文字的出入。一般典籍會如此，佛典也不例外。在佛典的研究上，若所依據的文獻有問題，所認識到的義理很可能會有所偏差。換言之，可靠的研究材料需要先建立起來，才能使佛教思想、歷史等方面的研究較為客觀。佛典流傳的歷史可謂久遠，自第一部雕板藏經《開寶藏》雕成之後，大部份的佛典就依此藏的記錄傳承下來。於此過程中，不同時空的條件造就了不同版本的藏經。這些版本的名稱雖不同，所依以開雕的底本也有差異，然就源頭資料來說，大致上皆來自《開寶藏》。一般上，當一部藏經在開雕前，收錄於其中的佛典都會經過一番斠藑。因此，不同版本的佛典有時就會與其他藏經所收的不一樣。本文藉以研究的《郁伽長者會》就是其中的例子。

《郁伽長者會》是一部收錄在《大寶積經》的佛典。這部初期大乘經典相當樸實地描寫修行菩薩道的方法，沒有夾帶任何乘別的色彩，因而在菩薩學處的探討方面，可謂俱備了不可漠視的研究價值。出現於本經的「大祀」一詞，在專談菩薩如何修行的內容中尤顯得特殊。這個詞的意義模糊，且由於古今多個版本都記為「大禮」之故，不禁使人置疑或許「大祀」非經典原本用詞。然而，「大檤」的出現卻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線索，因而得以釐清「祀」、「檤」及「禮」於版本上的關係，也追究出本經最初的用詞。版本問題雖能從考察各藏經的相承關係中獲得解決，然造成文字出入的原因卻無法因之得以理解。因此，語文現象亦是不可忽視的問題。歷代藏經未開雕前，佛典多以抄寫流傳。由於廣行民間，俗字因此混雜入佛典。基於此情況，本經有關版本的問題就也因而形成。佛典版本問題的處理，不外是要深入佛典經意。有鑑於同一個語詞在不同性質的典籍上會有不同的解釋，為恐偏解經意，實有必要回歸佛典尋求釋疑。

本研究論題為《漢文〈大寶積經．郁伽長者會〉「大祀」斠釋》，目的在於斠定及解讀「大祀」。為進行此方面的探究，本文利用本經現存的不同版本進行斠對，同時也運用相關的佛典進行詞義的探討。此外，一些經錄及音義等資料也採加利用。過去有不少前賢研究過歷代漢文藏經，其豐富的研究成果理所當然被本文採納在內。相關的語文資料也是研究過程所無法不運用的文獻。本文篇幅分為三章，分別進行文字的斠定、文字混淆的分析及其解讀。此研究的進行，僅以語言學及文獻學為方法，嘗試斠定與詮釋《郁伽長者會》中的「大祀」一詞。
關鍵字：    開寶藏   藏經版本    郁伽長者會    大祀   廣大惠施
前言

漢文佛典歷代相承，先是經手抄，而後雕印、影印流傳至今。二十世紀初發現的敦煌寫卷，內容以隋唐時代的佛典為多
。此等寫本當中，有古佚經及佚文，有者是藏經所漏收的，因而可用來補充各版藏經的所缺。除此之外，其中也有多種古代的語文材料，這對音義及俗體字的斠藑來說有重大意義。
在宋開寶四年﹝西元971年1月30日～972年1月18日﹞第一部雕板藏經《開寶藏》開雕前
，北齊時代﹝西元550年5月31日～578年﹞的鼓山及隋大業十二年﹝西元616年1月24日～617年2月10日﹞時的房山皆已有石刻佛經的活動。
雖然這些石經並非全藏，祇是單刻的佛經，但也為數不少。這些碑文也如寫經一樣，可藉以斠藑或補加藏經的脫誤與不足。若將之配以敦煌寫卷來斠正藏經，應是相當有力的佐證。當《開寶藏》雕成之後，朝廷就將之賜給政府所管轄的各地寺院，以及當作禮物賜予契丹、高麗、日本、西夏等諸國。
從此以後，這部漢文藏經就被覆刻為不同時代的版本。當然，這些覆刻的內容也會隨著時空條件而有增刪。在近代在學術風氣的驅動下，影印藏經已是普遍的事。中國、日本、韓國、台灣等地方皆曾影印過藏經。
這些不同版本的藏經名稱不一，有的依年代立名，如《開寶藏》、《大正藏》等；有的依雕刻地為稱，如《契丹藏》、《高麗藏》等，也有二者共有的，如《金藏》亦稱《趙城藏》。其中也有略稱為「某本」的，如《開寶藏》亦稱「蜀本」、《資福藏》稱「宋本」等等。
《開寶藏》在初雕過後有過幾次修訂 
，如重斠文字，或續刻入新經，因而形成此藏本身有不同的版本。這些蜀本由於被後來開雕的藏經當作依據，因此後來的這些藏經記錄上有差，可謂無不與之有關係。雖然版本的問題未必盡然都出自這些蜀本，抄錯、誤雕或誤置經文等等，都可能在雕刻過程當中發生，但也有特殊的情況。本文所研究的《郁伽長者會》，其版本問題就是其中的例子。

《郁伽長者會》原名《郁伽長者所問經》。
這部經由於被菩提流志編入其於先天二年六月三十日﹝西元713年7月27日﹞
編譯的《大寶積經》，因而名為《郁伽長者會》。這部初期大乘經典專談在家及出家菩薩的修行法門，內容相當樸實地描寫如何修行菩薩道，沒有夾帶乘別的色彩，也無談及大乘佛教的思想。或許這是一部大乘大興起前的經典。在菩薩學處的探討方面，其研究的價值可謂相當高。

在這部《郁伽長者會》中，出現了特殊的「大祀」一詞，其意義模糊，而且各藏經版本的記載又不一致。除了《金藏》本，雕於南宋以後的藏經皆作「大禮」，而之前北宋的《石經》本、《崇寧藏》（即是《宮本》）本，連同跨於兩宋之間的《金藏》本卻雜於「祀」、「檤」及「禮」之中。此情況不禁使人置疑或許版本的問題就出在這時期的版本。若此問題不加處理，就無法知道「大祀」是否就是原本的措辭，進而不得理解其含義。由於歷代藏經有相承的關係，以及寫卷所示的語文現象提供了解決問題的線索，因而本文以語言學及文獻學進行有關研究，將「大祀」的面目展露出來。

   本篇論文的撰寫，不祇希望在佛教文獻的處理上，能夠讓自己實際地研習解讀佛典的方法，更願此等問題的解決，能夠帶給讀者有關本經一些理解的方便。文中有需要作一些補充說明的，本文都會附在註腳裏。若其不與正文有直接關係，則不特別將之列在參考書目中。

第一章、《郁伽長者會》「大祀」的斠定

有關《郁伽長者會》版本的斠讎，本文以《大正新脩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略符為 T﹞為底本
。於斠讎中直接引用的版本為《房山石經》﹝略符為《石經》﹞、《金藏》﹝依《中華大藏經﹝漢文部份﹞》，J﹞、《高麗藏》﹝K﹞、《磧砂藏》﹝Q﹞及《乾隆大藏經》﹝L﹞。
至於引用而未能見本的，則會在該藏旁記錄其出處，如《宮本》T、《宋本》T、《元本》T及《明本》T等，表示資料出自《大正藏》。
在引用以上這些版本資料時，原則上是依序標明冊碼、經號、頁碼、欄次及行碼來表明有關出處。至於《石經》，則先列明該冊的首函號、頁碼及行號。

由於《石經》的雕年相當長，雖然中國佛教協會出版的《房山石經》已經將遼、金二代的石經都整理了出來，但是在方便界定《石經》與《金藏》本的前後順序上，有覺需要用一點篇幅來考察《石經》本的年代。因此，本文決定透過碑記來確定《石經》本的年代。一般上，在一部石經雕成後，雕經者會附上尾題說明這部經由誰開雕及其雕年。然而，《郁伽長者會》的經末卻無任何記載，猜想可能因為其是《大寶積經》中的小經，所以不特別記錄。的確，《大寶積經》是有題記的。碑記記載《大寶積經》刻於遼興宗重熙十一年﹝西元1042年1月25日～1043年2月12日﹞至道宗清寧二年﹝西元1056年1月20日～1057年2月6日﹞
，加上其中記有《郁伽長者會》第八十二的卷次，因而可以肯定本經是遼代的石經。這個版本不祇比《金藏》的早，甚至不遲於刻於《金藏》前的《宮本》。

以下將收錄《郁伽長者會》的諸版本，與各藏的雕年順序搭配排列如下，藉以看出版本之間的關係，並附上藏經的雕年來顯示本經諸版本所處於的年代：  

《石經》     ：我恒河沙等設於大祀，為諸眾生一日悉施。

﹝西元1042年1月25日～1057年2月6日﹞

《宮本》T    ：我恒河沙等設於大禮，為諸眾生一日悉施。 

﹝西元1080年1月25日～1105年1月17日﹞

《金藏》     ：我恒河沙等設於大檤，為諸眾生一日悉施。
 

﹝西元1139年2月1日～西元1173年4月中～5月中﹞

《宋本》T      ：我恒河沙等設於大禮，為諸眾生一日悉施。 

﹝西元1175年1月25日～1253年1月30日﹞

《磧砂藏》   ：我恒河沙等設於大禮，為諸眾生一日悉施。
 

（西元1231年8月～1323年2月5日）

《高麗藏》   ：我恒河沙等設於大祀，為諸眾生一日悉施。
 

﹝西元1237年～1251年﹞

《元本》T      ：我恒河沙等設於大禮，為諸眾生一日悉施。 

﹝西元1269年2月3日～1286年1月25日﹞

《明本》T      ：我恒河沙等設於大禮，為諸眾生一日悉施。 

﹝西元1589年2月15日～1678年 1月 22日﹞

《龍藏》     ：我恒河沙等設於大禮，為諸眾生一日悉施。
 
﹝西元1733年2月14日～ 1739年1月24日﹞

《大正藏》   ：我恒河沙等設於大祀，為諸眾生一日悉施。
 
﹝西元1924年～ 1934年11月﹞
 
以上各版本記載的經文顯示，除「大祀」這地方有出入外，其餘的各版所記皆一樣，此反映出各藏經彼此間有相承的關係。北宋時開雕的《石經》、《宮本》
及《金藏》分別於該處作「大祀」、「大禮」及「大檤」，想必各所依據應不一樣。基於這三者直接依蜀本開雕，因而可推知當時的蜀本至少應有三種。除《高麗藏》本及《大正藏》本以外，《金藏》本以後的本子皆作「大禮」。由於是如此的一致，因而推測這些版本所依的底本應一樣。若將之對照北宋開雕的三個版本，可以從中推知南宋以後的藏經是以《宮本》為底本。《金藏》本則獨當一面負載「大檤」。至於《大正藏》與《高麗藏》同一個記錄，這是因為《高麗藏》是《大正藏》的底本。由於《高麗藏》的記錄與《石經》同，因此推定《石經》、《高麗藏》、《大正藏》同依一種底本。依於以上底本分析的結果，可以得知本經的版本可分為三組：《石經》、《高麗藏》及《大正藏》的記錄同一組，《金藏》本與眾不同，而《宮本》、《宋本》、《磧砂藏》、《元本》、《明本》及《龍藏》等的記載又是另外一組。 

於此稍加說明《石經》底本的問題。有說法認為遼代石經是《契丹藏》的覆刻本，然此遼代石經未必全都如此。
以《大寶積經》來說，正當其開雕時，《契丹藏》還未雕畢
，因此要如何解釋石本的《大寶積經》是以《契丹藏》為底本呢？因而於此可順而推知，本經的《石經》本是應依《開寶藏》開雕。有關這一點，尚可從《大寶積經》的雕年晚於《開寶藏》近六十年中推定出，《大寶積經》，或者本經的石本，是根據蜀版而來。
如前所述，《開寶藏》的版本不止一種。這部藏經刻成之後，於北宋太宗淳化二年﹝西元991年1月19日～992年2月6日﹞傳到高麗
，並於顯宗二年（西元1011年）
覆刻為《高麗初雕本》，而後又於高宗二十四年（西元1237年）
刻為《高麗再雕本》﹝《高麗藏》﹞。換句話說，《高麗藏》的底本是最初的蜀本。或許這蜀版是因淳化年開始外傳，故近代名之「淳化本」
。依於《高麗初雕本》是以「淳化本」為底本，因而可推知《石經》、《高麗藏》、《大正藏》等所記的「大祀」蜀版最初的記載。這最初的蜀本後來還於咸平、天禧、熙寧等年間陸續經過斠訂，因此在稱呼的方便上就分別有「咸平本」、「天禧本」及「熙寧本」
等名。於此等修訂本中，「熙寧本」由於是初本的第三斠，因而可謂是《開寶藏》最好的版本。由於《金藏》所依的「咸平本」
是蜀版的初斠本，因而可知「大祀」在初斠時已斠為「大檤」。從另一個角度說，「大檤」是「咸平本」的記錄。至於《宋本》、《磧砂藏》、《元本》、《明本》及《龍藏》等，雖然所依的底本不盡相同
，但由於這些底本皆依《崇寧藏》（即東禪寺本，或今名為《宮本》）為依據，因此《崇寧藏》所據的「熙寧本」
也就是這些版本的底本。於此得知「熙寧本」的記錄是「大禮」。至此已明，上諸版本記載有所不一，就是出自《開寶藏》「淳化本」、「咸平本」及「熙寧本」等不同的記載。

由於「淳化本」是《開寶藏》最初的版本，因此保留著這最古記錄的《石經》本，其所記錄的「大祀」也就可以推定為本經最初的記錄。然而，是否所有版本的問題，祇要有《石經》本的資料，一律跟隨無疑就可以解決？《開寶藏》的「熙寧本」不就是最好的蜀本嗎？為了解除這個疑惑，就需要繼續追究「大祀」及「大禮」之間產生混淆的原因。
第二章、《郁伽長者會》「祀」、「禮」及「檤」關係的分析
「祀」、「禮」及「檤」出入於版本的原因，首先是因「祀」與「檤」的字形產生混淆。如前所說，最初的蜀本作「祀」，於初斠時被改為「檤」。然而，為何會以「檤」取代「祀」，而後來再斠定時卻祇採用「禮」？ 

壹、「祀」、「檤」的混淆

在文字的發展史上，魏晉南北朝正是字體處於嚴重紛歧及演變的時代，異體字相當多，而這些不同寫法的字體又有延續到後世的現象。
 佛教傳入中國後，為流傳的緣故，當時就有寫經的存在。因此，這些寫本難免也受到俗字的影響，尤其是南北朝時期的寫經，俗體字很多，「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寫經，俗寫字體又不同。」
二十世紀初於甘肅省莫高窟發現的敦煌寫卷，據考證是屬於六朝至五代的寫經。
本文所提到的「檤」字，便是寫本其中的一個俗字。

「檤」字形，在寫卷上除了呈現「檤」的樣子外，也有令人想不到的面貌。今引幾個例子作證。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寫本第四卷的「[image: image1.p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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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三十卷的「[image: image2.png]


」，以及神田喜一郎所編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編》第十一卷的「[image: image3.png]


」與第十四卷的「[image: image4.png]fb,



」等
，這些字形清楚地顯示寫本上的「檤」與「祀」的外形相當接近，幾乎無兩樣。因此，不難想像原本的「祀」可能就是這樣被誤以為是「檤」而被改掉了。「檤」與「[image: image5.png]fb,



」都是同一個字的二種寫法，然斠藑者於第一次進行蜀本斠藑時會選擇了「檤」，本文推測其原因或許是因為這種寫法比較常用。這是因為祇有這個「檤」字是目前我們還可以在中國出版的書籍中見到的所謂「簡體字」。進一步地說，可能後來的斠藑者再次斠定蜀本時，又誤以為之前的「檤」與「祀」都是俗字，或許覺得這些字體不夠雅正，才進一步將它定為正字「禮」了。這種情況並非宋代時才發生，早在鄭玄注《詩經．楚豰》：「『禮』，或作『祀』。」時已顯然。
盧氏對鄭氏的注加以考證：「今考各本如官本、毛本、永懷堂本、相臺岳氏本，『禮』俱作『祀』，蓋皆『禮』古文作『檤』。『檤』、『祀』，形近之偽也！」
因此，由於「祀」、「檤」形誤的關係，原是「祀」的因此被誤以為就是「禮」的俗字，導致「祀」於「禮」之下簡置無翻身之地。
從形誤的開始到正字、俗字的取舍來看，多數版本會隨「大禮」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若換個角度想，難道後來的斠藑者不會懷疑「祀」可能不是「禮」的俗字嗎？ 

貳、「祀」與「禮」的區分

本節嘗試從訓詁學的角度進行有關探討。既然文字的混淆源自字形，因而若能從字形著手處理此問題，或許能獲得合理的解釋。雖然訓詁學的目的是力求字義，但也並非不考慮字形。因此，本文打算從字形探索「祀」、「禮」的本義，並對相關的引申義加以留心，以探索什麼原因使到南宋以後的藏經斠藑者最終皆選擇「禮」字。

   「祀」，東漢許慎氏解釋為：「馳示巳聲」，也說「凡示之屬皆馳示」
。清朝段玉裁氏注說：「凡云『凡某之屬皆從某』者，自序所謂『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
；顏黃門氏也加以說明：「蓋舉一形以統眾形，所謂莫鐍修例也；就形以說音義，所謂剖析窮根源也。」
由此可知，若從字形來判斷某字所歸屬的部類，就能從這部類所表示的意思得知某字的含義。因此，若解「示」形之義，就能進而曉得「祀」、「禮」等意思。

許氏解：「『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馳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
引文顯示，「示」表達觀察天象的變化以視時祭神的意思。因此，由於「祀」為「馳示巳聲」
，因而得知其當與祭神有關。此外，即使從「祀」亦為會意字
的角度來說明，根據形訓的條例「凡會意必以所重為主」來說
，「祀」也是偏向於「示」的意思。

「『祀』，祭無巳也。」段氏注：「『祭無巳』曰『祀』，馳『巳』
而釋為『無巳』也。」
意思是說，「祀」字中的「巳」部
，「祀」不隨其意，而是順「示」為「祭」義。換句話說，「祭」是「祀」的本義，正如最古的訓書《爾雅．釋詁》所載：「『祀』，祭也。」
然而，老子對「祀」的看法卻是：『子孫祭祀不輟是也』」
。顯然這已是將「巳」為「萬物之已盡也」
的含義解釋出來，而解「無巳」為「不輟」了。唐代玄應法師同解此義，其《一切經音義》記：「『祀』，祭無巳也。謂年常祭祀，潔敬天巳也。」
由於解讀「無巳」的角度不同，「祀」義則由之擴展。另外，《周禮．地官．鼓人》記：「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
《禮記．祭法》：「王為群姓立七祀。」
前者的「祀」指天神，後者表祭祀的場所。以上資料顯明，無論「祀」的意義是「祭」，還是常久祭祀、天神、祭祀的場所等，在概念上皆離不開祭祀。
「禮」字，於商代甲骨文作「豊」，至戰國楚文時才演變成「禮」。
由此可知「禮」的本字為「豊」，且「禮」字本不隨「示」部。既然如此，「豊」又如何跟「示」沾上邊，以致「豊」最終被許氏解為「謂與『禮』同」
？

「豊」字，許氏說：「馳豆，象形。」
然而，事實上「豊」非象形字，而是「馳沬、馳嗹」的會意字
，表示「用鼓用玉會行禮之義。」
這是古時用玉擊鼓來向神祇表明敬意、進行祭禮的一種說明。 由於「豊」為「禮」的本字，因而「禮」也隨之而有「行禮之器」
的本義。這種向神祇會禮的情況，在甲骨文的祭祀文中是常見的事。
由此推知，這是導致「豊」後來在字形上現為「禮」形，影響了許氏解「禮」為：「馳示馳魠」、「所以事神致福也」
，徐灝釋：「『禮』之名起於事神」
的原因。《史記．孝武本記》：「又置壽官、北官，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管子．幼官》：「將心禮上帝。」
《儀禮．之禮》：「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
此等引文表達出「禮」有誠意敬神的意思。這與「祀」的含義相當接近。另外，許氏也提到「禮，履也。」
。這是順著《禮記．祭義》：「禮者，履此者也。」的解釋來解釋「禮」義。
《禮記．樂篇》載：「履者，人當履而行之。」、《玉篇》：「言而可履，禮也。」
，「禮」為「實踐」的意思於此顯示出來。又，《晏子春秋．諫上二》載：「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禮記．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
及《晉書．陸納傳》所記「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
於中可知「禮」的意義已引申到人應俱備的禮儀，給予對方厚待及禮物等意思了。
「禮」字初時雖然有事神的涵義，但就其含有人類彼此間以禮相待這一概念上，「祀」字實不容易將之包含起來。「禮」的含義可說要比「祀」來得廣。就佛典來說，「禮」字的使用也較易於表達對尊者的敬意，如「頂禮佛足」、「禮事供養」、「稱名禮拜」、「禮拜讀誦」等等。因此，「禮」之所以能一旦取代了「祀」，不再被置疑而斠為「祀」，依此其之義來看，這情況也是可能發生的事。

第三章、《郁伽長者會》「大祀」的含義

或許有人會以為最初蜀版所示的「大祀」其實就是「大檤」。換句話說，本經現存最古的版本《石經》，其所記載的「大祀」其實就是「大檤」，而「大祀」是根本也沒出現過的。然而，這是似是而非的事，因為「祀」與「檤」是共同存在於《郁伽長者會》的石經本中！
「祀」與「檤」是不可能在同一部經的某處分不清彼此的字形，而於其他地方卻能清楚地區別。因此，「大祀」無可厚非才是經文的原措辭。藏經版本的問題解決了，但「我恒河沙等設於大祀，為諸眾生一日悉施。」的「大祀」要如何理解呢？「祀」在中國古書中確實有「祭祀」的意思，但換在佛典時未必就是如此。有關於此，我們可以回到佛典本身去鑒定其義，這應是最可靠的方法。換句話說，以非佛教的眼光來判定佛典語詞的含義，是不太可能契得入該語詞於佛典中的含意。因此，就讓出現在佛典中的語詞，由佛典的內容來決定它的意思。

《別譯〈雜阿含經〉》卷五記：「馬脂及人脂   牛脂并美食   吸風開祀門   此六名大祀   作業雖廣大   仙聖所毀呰   牂羊及羖羊   牛王諸小牛   一切殺生類   此不為正祀   如是是邪祀   眾聖所不過 」
此引文顯示，印度當時社會所進行的有關殺生的祭祀，都是屬於「邪祀」，是聖人不會去做的事。另一方面，文中也立於相對的角度，指出「祀」的另一個積極面，即所謂的「正祀」，而這種「正祀」的含意顯然完全不同於印度當時一般宗教實踐的作法。若佛教徒依於正面的角度——「終不惱群生  不害有生命」
——來處理「祀」，將能「斷諸有」
。這說明了佛教所言的「祀」，是可以引入解脫的境界。另外，「祀」的措辭表面上看來是方便借用印度當時一般宗教活動所使用的「祀」來表達積極的宗教行持，但就其詞義的分析來看，「祀」的用語是別有意思的。「祀」這個詞，來於梵語的 ‘ ’（巴利語同，然為陽性字），有「恭敬」、「崇拜」、「禮拜」、「供養」、「奉事」等義，而 「布施」‘’（梵、巴二語同）較偏於將東西分發出去，或贈品之意。
因此，依於「祀」的正面作法及「祀」本身所帶有的向所敬仰的對象恭敬行事的含意看來，「祀」於佛典中的措辭按理說不是像「祭祀」那樣的使用。以下進一步直從與本文有關的「大祀」切入有關詞義的探討。

同上的經典記：「當施勝福田   云何勝福田   所謂修梵行   若能如是施   斯名廣大祀」。
又記：「祀及祀之道   以清淨惠施   宜施彼應供   施時施何處   斯名廣大祀」。
這部早期的佛典顯然已說明，佛典中所言的「大祀」是以「施」或「惠施」作為進行「祀」的主要方法。再者，也可從另外的佛經見到有關「祀」的記載，如《長阿含經》：「王復告大臣曰：『我國富兵強，多有財寶，欲設大祀。……選一黃牸牛，一乳王食，一乳夫人食，一乳大臣食，一乳供養大眾，餘與犢子。』」、《四分律》：「我昨日大祀，多人集會，我作是念：『何今日沙門不來至耶？』我即留食分。」《阿毘曇毘婆沙論》：「我今當修施福。即作大祀，以諸飲食充足多人。」
。這些引文的內容清楚地表明佛典中的「大祀」，跟「祭祀」沒有任何瓜葛，反而跟將個人所擁有的東西贈送出去，利益修行人，或一般人，甚至是其餘眾生有密切的關係。

上文顯示，「大祀」含有「布施」的意味。玄應《一切經音義》記：「布施，補故反。布也，惠施也。」
由此可知，「祀」也可解為「惠施」或「布施」。「惠施」、「布施」這兩種語詞在佛典中都可以見到。有的譯者如吳國支謙常用「惠施」，姚秦鳩摩羅什偏用「布施」，而唐代玄奘大師則二者兼用。依此情況看來，既然「施」詞已有譯者在用，為何翻譯者不甘脆用「施」來翻譯就好？有關於此問題，如前所述，依於佛典內容及「祀」的使用法為考量點，可見「恭敬」、「供養」等意單是「施」是無法全面表達得出來。另外，佛典中的有關內容會偏向於用「大祀」來表達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出自其是抄襲於前譯佛典的用詞。這種現象在佛典的翻譯史上是不足奇怪的事，如隋代闍那崛多及笈多共同翻譯的《添品妙法蓮華經．寶塔品》的譯詞，簡置與鳩摩羅什的譯著《妙法蓮華經．寶塔品》如出一轍。
 

如上引文所示，「祀」有「惠施」、「布施」義。不過，「惠施」之意或許會來得比較恰當。這是因為「布施」祇帶出將個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贈送出去的概念，雖然「惠施」也有此意思，但還有所不同。這一點可從有「惠」的意思探知。「惠」字除了有「仁」、「順」、「善」等義外，最重要的一點是，「惠」字在古時是與「慧」通用的。
另一方面，從以上佛典所描述的施捨情景，可以知道所謂的「大祀」，純粹是指涉及許多物品與群眾的施捨。由於受施的對象有沙門，也有沙門以外的眾生，因而可說「惠祀」的概念不祇能含蓋「布施」，甚至「供養」的意思，還附帶了「以智慧來行施」的含義。因此，佛典所示的「大祀」，可以解釋為「廣大的惠施」。

由於顧慮到同一個語詞，也會因為佛典內容的不一樣而有不同的解釋，因此以下再從本經的不同傳本來確定《郁伽長者會》本身的「大祀」之義是否如上所說。這部漢文佛典有二個異本及一個藏譯本
。至於梵本，目前為止並沒看到有任何完整的本子，祇能從現存梵本《大乘集菩薩學論》（ŚikSAsamuccaya）看到本經的片段引文，可惜本文所引的句子剛好沒出現。以下僅列出諸漢、藏譯本的有關內容來對照，藉以從諸傳本的上下文來考察及確定「大祀」於本經文中的含意。

《郁伽長者會》       ：我恒河沙等設於大祀，為諸眾生一日悉施。

《法鏡經》           ：如江河沙，我一日之祠
祀，一切彼布施。

《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及恒邊沙等諸佛，我當一日為祠祀，布施一切所有。

《郁伽長者所問聖大乘經》：


「大祀」一詞的含義，無論是對照「祠祀」或者 ‘’，除了形容詞「大」以外，詞義皆大同小異。《爾雅．釋詁》記：「祠，祭也。」
因此，「祠祀」即是「祭祀」，也就是「祀」。藏文 ‘’由 ‘’及‘’二個動詞組成，前者義為「供養」、「祀奉」，後者為「布施」、「贈與」
，可謂構成了「供施」的含義。由此情況來看，可以看出漢文本的用語偏向於用「祀」來表達「惠施」，而藏文本的顯然直接將「供養」及「布施」二種概念帶出來。雖然彼此的措辭不同，但意思沒差，皆有「廣大的惠施」義。其之「廣大」，可以從各傳本所共有的如「恒河沙」，或「恒邊沙」，或‘’的譬喻看得出來。雖然「祀」的概念無法從經文中看清楚，但是依於受施者為一切眾生來看，可說已包含了「供養」與「布施」的含義。因此，這部《郁伽長者會》「大祀」的含義，跟之前所其他佛典所探知的「廣大的惠施」義是相同的，差別祇是表達的方式為抽象或具體的而已。然而，也就因為其「不可思量」的抽象描述，才彰顯菩薩所作的惠施，是如何的徹底無私，而這正是這部《郁伽長者會》所言的「大祀」不同於其他佛典所說的地方！ 

結語

本篇論文祇是針對漢文佛典中的一個語詞來進行研究。然而，研究的過程發現到其所牽涉到的範圍是複雜的，不祇需斠定版本的問題，還得涉及分析語文的現象及詞義的鑽研。透過本經版本的斠定及版本問題的分析，指示出多數藏經所記的「大禮」非本經的原用詞。這版本問題的解決，實賴於不同蜀本（《開寶藏》）所示的歷代藏經系統，以及敦煌寫卷的俗字「檤」所給予的寶貴線索。本文以「檤」與「祀」的字形相近為證據，配合本經《石經》本、《崇寧藏》本（今之所謂《宮本》）及《金藏》本分別依於「淳化本」、「熙寧本」及「咸平本」來開雕的理由，不祇分析出「大祀」、「大檤」及「大禮」產生混淆的原因，也斠定出「大祀」才是本經的原本記錄。另外，由於解讀佛典需要回到佛典本身去尋求釋疑，因此也就從佛典本身探知到「大祀」實跟「祭祀」沒有任何關係。若是基於漢文佛典離不開中國文化，而認為需依中國文化的角度來詮釋佛典中的「大祀」；或者認為其源自印度，因而需立於印度文化的角度來解讀「大祀」，否則就無法解得通其義的話，本文則認為，基於研究佛典的立場，詮釋佛典內涵的問題未必盡然都需如此。佛教雖發源於印度，但不等於當地佛教徒所進行的活動就一定如其他的宗教實踐者那樣；漢文佛教譯典雖產生在中國，也不能因為這樣就完全否定譯詞的意思會不一樣於該語詞字面意義的可能性。正如本經《郁伽長者會》「大祀」的例子，從文中所引佛典的內容來看，其並沒有顯示出跟「祭祀」有什麼瓜葛，從早期經典到大乘經典，皆看不出有關現象。以本文所研究的這一部經為例，若說一位菩薩所進行的惠施，是必須結合祭祀來進行的話，無論如何是講不過去的事。因此，這證明了解讀佛典較為可靠的方法，除了事先需解決所遇到的版本問題，為進一步探討其內涵準備一個可靠的材料以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讓佛典本身去「說話」。由於是立於此角度來進行此項研究，因此這部漢文《大寶積經．郁伽長者會》當中的「大祀」一詞，最終也就探知到其義正如從其他佛典探知到的「廣大的惠施」義，祇不過對於一位菩薩來說，其所行的如恒河沙那樣多的廣大惠施，是非同小可且十分徹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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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藏的竣刻年為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西元983年2月16日～984年2 月4日﹞。（見梅光羲撰〈佛典略說〉（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書．大藏經研究彙編（上）》第十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66年﹝西元1977年﹞6 月初版）第24頁、「中西曆轉換工具」網址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sinocal/luso.html，19/5/2004。以下中西曆轉換時皆依此網址的資料，不再示以網址。）





� 北齊時的佛經有山西的《華嚴經》、《金剛經》、《般若經》及河北的《維摩詰經》、《勝鬘經》、《孛經》及《彌勒成佛經》等。（見釋禪叡，上引書，第11頁）。關於北齊的年代，「中西曆轉換工具」網上資料只收至幼主承光一年，即西元577年2月4日～3月4日，然根據李崇智氏的考證，幼主後尚有範陽王在位，並引《北齊書．文宣四王傳》史料：「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範陽王﹞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元年當作九年。蓋後主以武平八年失國，紹義逃奔突厥，至次年因高寶寧上表勸進，乃稱帝，仍用武平之號，不自改元也。」因此，本文採納李氏的考證結果，記北齊末年為西元578年。（見李崇智編著《中國歷代年號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3月第2次印刷）第83頁）至於隋代石經的最早記錄，是從隋代碑記「雷音洞佛舍利函銘記」得知。此條碑記被發現前，有說法認為「貞觀二年﹝西元628年2月11日～629年1月29日﹞」是房山最早的題刻。陳燕珠氏提出「雷音洞佛舍利函銘記」與「靜琬涅槃經堂題記」及「貞觀八年靜琬題記」的筆跡相當接近，故依此可證明靜琬祖師在大業年間確已開始刻經。（見陳燕珠著《房山石經題記彙編》（臺北，覺苑出版社，1995年6月1日初版），第1～2、476頁、「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19/5/2004。）





� 見李際寧著《佛經版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刷）第116頁。又，朴奉石氏言：「﹝《開寶藏》刊成﹞七年之後﹝傳﹞在高麗朝，十年後在契丹，二十年後在西夏，逐漸廣為流傳，並使得各國競相雕刻。」（見朴奉石《經典傳輸小考》（《文獻報國》第四期，1936年4月）第24頁（轉引自鄭正姬撰，上引書，第43頁註29。）





�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編印了《頻伽藏》、《普慧藏》、《影印〈磧砂藏〉》等，日本則有《卍字藏》、《卍字續藏》、《大正藏》等藏經。五十年代中後期，臺灣屈映光、蔡念生等發起成立「修訂中華大藏經會」，編印《中華大藏經》。七十年代時，中國佛教協會有編輯新藏經的想法，因而呂澂氏發表了《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八十年代，中國編印《中華大藏經》，並修補影印了《龍藏》。韓國也影印了《高麗藏》。臺灣則編印《佛光大藏經》、《文殊大藏經》，並影印了《嘉興藏》，重印中國影印的《龍藏》、《影印〈磧砂藏〉》、《高麗藏》、《大正藏》、《卍字藏》、《卍字續藏》等。此外，尚有中國及臺灣合編的《敦煌大藏經》。於時日本也修訂重印了《卍字續藏》。至九十年代，漢文大藏經也隨著電腦技術的發展而電子化了。（見方廣錩撰《海外大藏經編輯及電子版大藏經的情況》，「中國佛教訊息網．佛教期刊．法音」網址� HYPERLINK "http://www.buddhism.com.cn/dzqk/fayin/dharma/9605/g9605f02.htm" ��http://www.buddhism.com.cn/dzqk/fayin/dharma/9605/g9605f02.htm�，30/6/2004）





� 見呂澂撰〈宋代蜀版異本考〉（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大藏經研究彙編（上）》第十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66年﹝西元1977年﹞6月初版）第195～205頁、童瑋編《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7月第一次印刷）第9頁。





� 見T 55.2154.486 c25～27，智昇撰《開元釋教錄》。





� 見《卍續藏經》92.1.（中國佛教會影印卍續藏經委員會，臺北，中國佛教會影印卍續藏經委員會，1967年）徐鍔撰《〈大寶積經〉述》、「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25/6 /2004。此藏資料在引用時先列冊號，繼而頁數。





� 《大正藏》以日本東京增上寺所藏海印寺《高麗藏》為底本，自大正13年﹝西元1924年﹞起至昭和九年﹝西元1934年﹞編成。（見陳士強撰〈漢文《大藏經》的源流與版本〉（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經典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次刷）第449頁。）這部藏經早在1955年時便由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開始影印，至七十年代以後，新文豐出版社就開始大量影印該藏。新文豐所影印的內容，基本上原封不動依據《大正藏》，僅在第85冊中加入胡適氏關於敦煌禪籍研究的一些資料。日本人向來以此藏經為榮，認為是世上最精良的藏經版本，事實上也似乎不見有其他藏經的學術水平能超越它。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不用此藏，否則很少人會用其他版本。然而，其分段及標點往往處理得不恰當。中國佛教的著述收錄得少，大部份惟有從《卍續正藏》﹝即《卍正藏》的續編﹞見到。（分別見方廣錩撰《海外大藏經編輯及電子版大藏經的情況》，上網址，25/6/2004、藍吉富著《佛教史料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6年﹝西元1997年﹞7月初版）第14～15頁。）





� 台灣新文豐出版的明版《嘉興藏》未收有此部經，是因為此藏祇收錄《宋本〈磧砂大藏經〉》以外的佛典，故既後者已收，則此藏則無。然而，可從《明本》T見到於藏的有關經文。該社出版的《卍正藏經》情況如是，《大正藏》已收的就不見於此藏。至於1987年開始由臺灣文殊佛教文化中心編印，文殊出版社出版的《文殊大藏經》，其於排版方面固然以新式標點提供讀者許多方便，但此方便於本經斠讎方面的意義卻顯得不大而不加採納。





� 這些校本是採用東京增上寺所藏的《宋本》（《資福藏》）、《元本》（《普寧藏》）、《明本》（《嘉興藏》）及《宮本》等。《宮本》是指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所藏的東禪等覺院本﹝或稱東禪寺本，即《崇寧藏》。（分別見陳士強撰，上引書，第449頁、釋安道著，周邦道主編《中國大藏雕刻史話》（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民國67年﹝西元1978年﹞10月）第180頁、李圓淨撰〈歷代漢文大藏經概述〉（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書．大藏經研究彙編（上）》第十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66年﹝西元1977年6月初版﹞，第95頁。）然而，根據梅氏的說法，由於這二藏的雕開很近〔祇約32年〕，因此學者懷疑是《崇寧藏》及《毗盧藏》﹝開元寺本﹞混合的藏經，但無明文可證（見梅光羲撰，上引書，第24頁）。於此情況中，本文僅依最早的《崇寧藏》為準。另外，《中華大藏經》雖也有本經的斠藑記，但有關本經的斠本，其所列舉的剛好是《大正藏》已列的，故於此不重複。





� 見陳燕珠著，上引書，第195頁、「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9/6 /2004。





� 見《石經》「師」函.471.8.（中國佛教協會編，北京，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1993年）。





� 此年代依《大寶積經》的刻年為準。實際上，《石經》的刻年是漫長的，由隋朝﹝西元616年1月24日﹞至明代﹝西元1623年10月26日﹞。最晚的記錄可見於四十卷的《大方廣佛嚴經》碑記：「大明天啟三年冬十月初三」。（見陳燕珠著，上引書，第476頁、「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9/6 /2004。）石經於明代的竣年說法不一。童氏認為在永樂十八年（西元1420年）（見童瑋編，上引書，第2頁）然而，其也說此石經的雕年未見記錄，連石洞在哪裏還找不到。禪叡法師說是在明末﹝思宗﹞崇禎時代（西元1628年2月5日～1644年6月4日）（見釋禪叡撰，上引書，第12頁、「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9 /6/2004）但不知法師依據什麼而說。由於碑記的資料起碼是可靠的，因此寧認為明熹宗天啟三年是其竣年。另外，房山的石經拓片雖有三萬餘張，但屬於佛典的祇有一千部左右，同時律典及論典又刻得少，因此《房山石經》不能算是全藏。（見童瑋編，上引書，第8頁。）換句話說，《房山石經》不屬於藏經類。





� 見梅光羲撰，上引書，第24頁、李圓淨撰，上引書，第96頁。





� 見J 9.24.118 a6～7。





� 《金藏》的始刻年，有說是金熙宗皇統八年或九年（分別見葉恭綽撰，上引書，第56頁、陳士強撰，上引書，第414頁；蔣唯心撰《〈金藏〉雕印始末考》（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書．大藏經研究彙編（上）》第十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66年﹝西元1977年6月初版﹞第223頁、釋道安著，上引書，第83頁），然而根據李富華氏調查存於北京圖書《妙法蓮華經》的題記，有關年代可再提前至金熙宗天眷二年（見李富華撰〈《趙城金藏》研究〉（孔繁主編《世界宗教研究》第四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91年12月1日）第3～4頁、李際寧撰《〈金藏〉新資料考》（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三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3月第1 次刷）第459頁。）。有關其竣年，大部份說法都定為金世宗大定十三年（見李際寧撰《〈金藏〉新資料考》（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三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3月第1 次刷）第449頁、蔣唯心撰，上引書，第223頁、葉恭綽撰，上引書，第56頁、陳士強撰，上引書，第414頁）。根據蔣氏的考證，最遲的年代可見於《大乘智印經》的跋記「大定13年三月日」。（見蔣唯心撰，上引書，第第223頁、「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6/9/2004。）





� 陳氏認為此藏雕於淳祐年間﹝西元1241年2月13日～1253年1月30日﹞（見陳士強撰，上引書，第410頁），但由於日本南禪寺藏有《〈華嚴〉合論》，其題記載有淳熙二年﹝西元1175年1月25日～1176年2月11日﹞（見李圓淨撰，上引書，第96頁）因此，本文將此藏的始刻年提早至此年代。（見「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6/9/2004。）





� 見 Q 6.11 b24～25。





� 此藏始刻年有紹定四年、紹定至寶慶年間、嘉熙二年等說；竣年有說至治二年、大德年間、至大三年等。本文僅依多數說法及有確切年代的為準。道安法師以《大寶積經》紹定四年七月﹝西元1231年8月﹞的刊記推論此應該藏始刻年。（見釋道安著，上引書，第118頁）故本文以紹定四年七月為準，並以陳氏及李氏所共同認為的元英宗至治二年（西元1322年1月18日～1323年2月5日）為竣年（見李圓淨撰，上引書，第94頁附表、陳士強撰，上引書，第411頁）。不過，由於《大寶積經》於藏經的部類是在「般若部」之後，因此本人推測《磧砂藏》的始刻年或許還要早於南宋紹定四年七月。





� 見K 6.22. 658 c6～7。此處所示的經號二十二，是隨香光尼眾佛學院設立的「藏經目錄整合查詢系統」資料。此資料應來自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的《高麗藏》修訂本。新文豐影印的不巧就是前二十五冊沒依照總目次序來編輯，且漏記經號的版本。（見「藏經目錄整合查詢系統」http://www.gaya.org.tw/library/aspdata/search/search.htm，25/6/2004、「中國佛教訊息網」，上網址，30/6/2004）





� 見鄭正姬撰，上引書，第38頁。





� 此藏始刻年有至元六年、十四年、十五年不等，竣年則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七年等不一（見陳士強撰，上引書，第418頁、梅光羲撰，上引書，第25頁）。眾說中，由於李氏的說法較具體：「元世祖至元六年﹝西元1269年2月3日～1270年1月22日﹞，浙江餘杭南山普寧寺釋道安、如一等募刻，迄至元二十二年﹝西元1285年2月6日～1286年1月25日﹞完成。」（見李圓淨撰，上引書，第97頁、「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15/6/2004。）故本文隨之。





� 見李圓淨撰，上引書，第98頁、陳士強撰，上引書，第423頁。、「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15/6/2004。





� 見L 18.5223 a8～9。





� 清世宗於雍正十三年二月一日御製的《重刊藏經序》內有云：「明之永樂年間，於京師刊行之梵莢本《北藏》經，尚未經密之校訂，不足為據。」又，有說此藏於高宗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西元1739年1月24日﹞雕成。（見釋道安著，上引書，第145～146頁）不過，也有認為《龍藏》的開雕年在雍正十一年﹝西元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的說法。（見陳士強撰，上引書，第431頁、「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15/6/2004）。依上資料所示，基於〈序〉一般是寫在藏經開雕之後，因此本人認為雍正十一年應是較為合理的始年。





� 見T 11.310.476 c22～23。





� 見釋道安著，上引書，第182頁。





� 《宮本》雖為日本所藏，然此東禪寺本實來自北宋時開雕的《崇寧藏》。





� 《房山石經》的編輯組指出「《丹藏》之一板即是石經刻石的一面，其每版行數、每行字數、以及所用個別異體字也完全一樣。因此有力地證實遼刻房山石經是以《契丹藏》為底本的覆刻本。」又說石經刻法照《契丹藏》卷軸式樣雕刻。（見《房山石經﹝遼金刻經﹞．出版說明》「菜」函，上引書，第3頁。）依其所言，本人考察《房山石經》所收錄的遼金拓片，難以想像豎長的石版就是該藏卷軸式的樣子。此外，石經每版的行數、字數也不盡相同。近代於吐魯蕃出土之古寫經，為每行十八、九字等的殘卷，據考證就是《契丹藏》（見釋道安著，上引書，第80頁）。還有，遼代石經不祇一種版式，每版27行～28行，每行16～17字不等，為橫長型，跟一般常見的藏經版式相似（見「房山雲居寺石經」圖版56～59，藍吉富主編，上引書，第94～97頁）。所見的這些例子都跟該編輯組所說的有段距離。因此，本人難於理解遼石經為何都說是《契丹藏》的卷軸式再雕本。





� 《契丹藏》竣刻年眾說不一，其中有嘉祐八年、清寧年間、重熙二十二年、咸雍年間等。（見李圓淨撰，上引書，第94頁附表、葉恭綽撰，上引書，第56頁、釋道安著，上引書，第79頁）本人僅依呂氏的考證，記咸雍﹝西元1065年2月8日～ 1075年1 月 18 日﹞為竣年。（見呂澂撰〈《契丹大藏經》略考〉（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書．大藏經研究彙編（上）》第十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66年﹝西元1977年﹞6 月初版）第208頁、212頁註2、「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21/6/2004）





� 見鄭正姬撰，上引書，第19頁、43頁註34、「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21/6/2004）





� 見鄭正姬撰，上引書，第27頁。





� 見鄭正姬撰，上引書，第38頁。





� 見呂澂撰〈宋代蜀版異本考〉，上引書，第195頁。





� 「咸平本」是宋太宗端拱二年﹝西元989年2月9日﹞至真宗咸平年間﹝西元1004年1月24日﹞的蜀本的初斠本。「天禧本」為真宗天禧初年﹝西元1017年1月31日～西元1018年1月19日﹞ 的再斠本。此本於天禧五年﹝西元1021年2月15日～1022年2月3日﹞傳入契丹，乾興元年﹝西元1022年2月4日～1023年1月24日﹞傳入高麗。至於「熙寧本」則是神宗熙寧四年﹝西元1071年2月3日～1072年1月22日﹞蜀本的第三次斠本。熙寧以後蜀版雖無再改訂，但於崇寧初年（西元1102年1月21日～1103年2月8日）尚有續雕收貞元時的新譯經，故此版名「崇寧本」。（見呂澂撰〈宋代蜀版異本考〉，上引書，第201～203、童瑋編，上引書，第9頁、「中西曆轉換工具」，上網址，26/6 /2004。）





� 1993年於趙城縣發現的《金藏》，呂氏親睹了約三百餘卷，並取之與其他藏經互相斠藑，又參考其他相關的記載，由此推論出《金藏》是依據咸平本雕板開雕的。（見呂澂撰〈宋代蜀版異本考〉，上引書，第200頁。）





� 各所依的底本分別為《圓覺藏》、《圓覺藏》、《資福藏》、《北藏》、《北藏》等。（見呂澂著《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宋刻蜀版藏經》轉引自陳士強撰，上引書，第403頁、葉恭綽撰，上引書，第63頁、陳士強撰，上引書，第418、432頁、釋道安著，上引書，第145頁、本文注第12。）





� 見呂澂撰〈宋代蜀版異本考〉，上引書，第203頁。





� 參季旭昇撰《說文新證》上冊（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91年（西元2002年）初版）第9～10頁。





� 見李際寧著，上引書，第14頁。不同寫法的俗字皆可見於《敦煌俗字譜》。





� 見潘重規主編《敦煌俗字譜．序》（臺北，石門圖書，民67年﹝西元1978年﹞初版）第5頁。





� 分別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寫本，第4卷第29頁，上欄第6行、第258頁，上欄第3頁；神田喜一郎所編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編》第11卷第102頁，右欄第7行、第14卷第120頁，右欄第6行。（轉引自潘重規主編，上引書，第223～224頁。）





� 轉引自楊家駱主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第二冊（臺北，鼎文書局，民國83年﹝西元1994年﹞第三版）第67頁。





� 見楊家駱主編，上引書﹝《說文．群經正字》﹞第67頁。





� 分別見許慎著，上引書，第4頁，上欄前半頁、第2頁，下欄前半頁。





� 見許慎著，上引書，第1頁，上欄前半頁。





� 轉引自陳新雄著《訓詁學》上冊（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年9月第3 刷）第297頁。





� 見許慎著，上引書，第2頁，下欄前半頁。





� 見許慎著，上引書，第3頁，上欄前半頁。





� 見許慎著，上引書，第3頁，下欄後半頁。





� 依陳新雄氏說：「形訓乃字義存於字形，就字形以得字義之訓詁方法。《說文解字》一書大抵皆依形立訓，以字形之構造以說解字義。故《說文解字》實為形書，其闡明形義關係之條例如下：一、凡某之屬皆從某。二、凡會意必以所重為主。三、於形得義。四、凡言物之盛者，皆三合其文。」有關詳細說明請見陳新雄著，上引書，第296～304頁。





� 「祀」有時也作「馳『異』」，是因為此字有個異體字「鯇」。（見許慎著，上引書，第4頁，上欄前半頁。）





�見許慎著，上引書，第3頁，下欄後半頁。





�「巳」除表「聲」外，亦屬部類。見許慎著，上引書，第753頁，上欄前半頁。





� 轉引自許慎著，上引書，第4頁，上欄前半頁。





� 轉引自楊家駱主編，上引書﹝《說文．繫傳》項﹞，第100頁。





�見許慎著，上引書，第752頁，下欄後半頁。





� 見Q 30.1087.133a。





� 見「經學之家」網址：� HYPERLINK "http://13jing.ntpu.edu.tw/zhl/zhl02.htm" ��http://13jing.ntpu.edu.tw/zhl/zhl02.htm�，17/6/2004。《中文大辭典》的記錄有一點出入，將「以雷鼓鼓神祀」記為「以雷鼓封神祀」。（見林尹等主編《中文大辭典》第六冊（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民國74年﹝西元1985年﹞ 5月第七版）第1380頁。





� 轉引自林尹等主編，上引書，第1380頁。





� 見林尹等主編，上引書，第1488頁。





� 見許慎著，上引書，第210頁，上欄前半頁。





� 見許慎著，上引書，第210頁，上欄前半頁。





� 見季旭昇撰，上引書，第400頁。林澐氏說：「《說文》以為（魠）馳豆，不可從。」（參《豊豐辨》，轉引自季旭昇撰，上引書，同上。）從豊或從豐的問題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漢文字魠、豐同形，似難以區別。」（見季旭昇撰，同上。）另外，王國維提到：「古時『嗹』、『愬』字同字。『魠』字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故《說文》曰：『魠，行禮之器。』其說古矣。惟許君不知『嗹』字即『愬』字，故但以『馳豆』象形解之。實則『魠』『馳嗹』在圚中，『馳豆』乃會意字而非象形字也。」（轉引自楊家駱主編，上引書，第67頁）。王氏之意即是說，「魠」應「馳嗹」來解釋。至於「豊」，當然是「馳嗹」了。





� 見季旭昇撰，上引書，第400頁。





� 見許慎著，上引書，第210頁，上欄前半頁。





� 見季旭昇撰，上引書，第400頁。





� 見許慎著，上引書，第2頁，下欄後半頁。





�見林尹等主編，上引書，第1488頁。





� 轉引自陳复華主編《古代漢語辭典》（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10月第10次印刷）第958頁。





� 轉引自《漢語大辭典（普及本）》（漢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漢語辭典出版社，2003年第2 刷）第1828頁。





�見許慎著，上引書，第2頁，下欄後半頁。





� 見楊家駱主編，上引書，第67頁。





� 分別轉引自楊家駱主編，上引書，第67、66頁。





�二引文轉引自《漢語大辭典》，上引書，第1828頁。





� 轉引自陳复華主編，上引書，第958頁。





� 如「頂檤」、「敬檤」等，都清楚表明「祀」與「檤」是同時出現於本經最早的蜀版。（分別見《石經》「師」函.467.3、470.11。） 


 


� 見T 2.100. 404 b3～8。





� 見T 2.100. 404 b9～10。





� 見T 2.100. 404 b10。





� 在梵語及巴利語中尚有‘’一詞，跟前所述的二個詞差別在於其義偏向於生命的犧性，如‘’﹝馬祭。巴利語作‘﹞、‘’﹝人祭。﹞等，幾乎可說凡是牽涉到犧性生命的，皆用‘’附於詞尾。此詞多半漢譯為「祭」或「祠」、「犧性」，或「祠祭」。就其意思來看，經文中的「祀」可確定與此詞沒有關係。。（參見有關詞條，水野弘元著《—語鎪典》（東京，春秋社，1989年11月10日第九刷）第125、198、227頁；荻原雲來纂編《梵和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92年﹝西元2003年﹞再版）該書（上）第574頁、（下）第802、1064頁；M. Monier-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New Delhi :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9, pp. 474, 641, 832；T. W. Rhys Davids and William Stede ed. Pali –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99, pp. 318, 471, 541。）





� 見T 2.100. 404 b14～16。





� 見T 2.100. 404 c8～10。





� 分別見T 1.1.99 a5～13、T 22.1428. 795 a13～14、T 28.1546.101 b8～9。





� 轉引自唐慧琳《一切經音義》，見T 54.2128.476 b6。





� 分別見T 9.264.166 c29～170 b5、T 9.262.32 b17～ 34 b22。





� 見陳彭年重修，上引書，第373頁、《漢語大辭典》﹝普及本﹞（漢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漢語辭典出版社，2003年第2 刷）、第1139、11591174、1300頁。





� 本經為曹魏康僧鎧譯，其異本有東漢安玄及嚴佛調所翻的《法鏡經》及西晉竺法護譯《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分別見T 55.2154.585a9～10、586 c27～28、587 a1～2。）藏譯本為蘇仁達菩提（Surendra Bodhi）及智軍﹝﹞所譯（見《西藏大藏經﹝北京版﹞．甘珠爾．大寶積經．郁伽長者所問聖大乘經》）23.273.4.2～3（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東京，西藏大藏經研究會，1955年）以下簡稱Tib.﹝B﹞、《西藏大藏經〔臺北版〕．甘珠爾．大寶積經．郁伽長者所問聖大乘經》》9.63.9.63.329/575.1.3～4，（影印自《西藏大藏經》德格版）（南天書局編，臺北，南天書局，1991年）以下簡稱Tib.﹝D﹞。有關《西藏大藏經》資料的引用，北京版的先列冊號，接著是頁碼、葉次及行號，而臺北版的則依次列冊號、經號、該冊的頁碼/ 德格版的頁碼、葉次及行號。北京版的為清代的官方刻本，以西藏色拉寺（一說夏魯寺）為底本。其所收佛典多直接從梵本譯出，亦有漢譯的重翻。德格版為德格寺私版藏經，其「甘珠爾」以里塘本為依據開雕，「丹珠爾」以色拉寺（一說夏魯寺）本為依。此藏文法嚴密，雕造考究。（見「大藏經刊刻今昔」網址� HYPERLINK "http://www.npm.gov.tw/dm/buddhist/d/main_a01.htm" ��http://www.npm.gov.tw/dm/buddhist/d/main_a01.htm�，30/6/2004））





� 除《高麗藏》作「檤」（見K 6.1135 a4～5）及《大正藏》作「禮」之外，其他版本皆作「祀」。《大正藏》斠「檤」為「禮」，因不隨俗字「檤」。版本作「禮」，乃「祀」、「檤」形誤所造成。「祠祀」一詞佛典多見，甚至「大祠祀」亦有多說，而「祠禮」於這部經外，惟《阿毘達磨順正理論》記載（見T29.1562.667 c7）。因此，本文斠為「祠祀」。





� 見T12. 322.19 a23～24。 





� 見T12. 323. 27 a13～ 14。





� 見Tib.﹝B﹞23.267.1.6～7、Tib.﹝D﹞9.63. 324./546.7.7～325/547.1.1。





� 轉引自玄應《一切經音義》。見Q 30.1087.131





� 見《漢藏辭典》（西北民族學院藏文教研組編，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6年5月第7次印刷）第284、6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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